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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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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这个标识性概念范畴， 并郑重

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其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明晰论断。 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涉及人

与自然、 人与人、 人与自身等多重关系， 涵盖现实与理想、 国内和国际等多重面向， 是理解两者之

间高度契合性的重要支点。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从高度契合走向有机融合， 既有助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新的时空坐标体系中价值意蕴的彰

显和传扬， 也有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和特质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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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 曾出现过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①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② 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③ 等表述， 党的二十大第一次提出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这个词严义密、 辞简意足的新范畴和标识性概念， 并提出这样一个辞约旨丰、 言近旨远、 高屋建瓴

的战略论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蕴含的天下

为公、 民为邦本、 为政以德、 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等，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④ 这一重大论断的根本价值在于， 揭示了科学社会主

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性： 倘若只顾及或片面夸大两者之间的对立性而忽视

统一性， 会导致文化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复古主义， 这将是形而上学的， 也违背历史史

实和实践逻辑； 如果只重视或片面夸大两者之间的统一性而掩盖对立性， 就会抹杀两者的差别和对

立， 从而遮蔽它们在互动中可能存在的价值紧张或价值冲突。 因此， 这一重大论断不仅提出了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语境契合的可能性空间， 而且对契合过程中两个价

值主体互动沟通的必然性、 必要性予以深刻揭示， 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契合性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生

成逻辑， 而且具有鲜活的现实互动面向。 系统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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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契合性， 需考析其生成逻辑、 逻辑理据、 展现形态和内在限度。

一、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科学意涵

客观来看， 目前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丰厚的研究积累， 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之所以说薄弱， 既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少， 也体现在研究成果的质量、 影响

力、 学理性还有待提升。 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需

要厘清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只有对这些基本问题认知清晰、 把握精准，
才能为后续具体阐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奠定研究基础、 构建分析框架。

对于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的理解， 可从两个向度切入：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

张， 即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主张层面的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由不同范畴型构而成的环环

相扣、 层层递嬗、 有机衔接的科学体系， 在不同层面、 层级、 层次有相应的主张或见解。 二是科学

社会主义主张的价值观， 即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价值观层面的彰显。 从 “社会主义主张”① 到 “科
学社会主义的主张”， 再到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作为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意涵及其

价值意蕴得到凝练和升华。 可以说，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既注重 “科学”， 亦注重 “价值”： 价

值以科学为支撑和基石才能有效落实， 科学以价值为导引和旨归方可健康成长。 然而， 不管从哪个

向度切入， 价值观都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不可或缺的观察界标、 检视窗口和研析视阈。
事实上， 价值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维度。 从结构形态观之， 科学社会主义既

是一种理论形态， 也是一种制度形态， 亦是一种运动形态， 更是一种价值观形态。 然而在一段时期

内， 理论形态、 制度形态、 运动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备受学界关注， 而对价值观形态的科学社会主

义的考察没有得到应有的瞩目。 无论出版的教材， 还是相关理论专著， 抑或论文文章， 都鲜少涉足

关照这一研究议题， 由此造成这样的后果： 既对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难题难以有方向层面上的导引，
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界面性缺失、 结构性失衡愈益凸显。 科学社会主义到底存不存在价值观主

张？ 倘或没有的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何种价值理念、 价值理想唤醒工农大众？ 事实上， 科学社

会主义价值观既是其存在的基本依据， 也是其生成的意义之所在， 因为其并非抽象的、 单独的、 不

可通约的存在样态， 而是内蕴于社会主义运动、 理论、 制度之中并通过它们彰示其特质特性、 澄明

其精蕴精义。 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与突破、 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与建设、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置与运

行， 无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驱动、 激励、 规约、 支配、 引领下进行的。 价值观形态是科学

社会主义主张最内在、 最深刻、 最根本的实质性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对现实社会发展

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引领、 伦理导航的根柢性作用， 将使人们的思想远离迷惘、 灵魂祛除俗套、 道

德挖除黑洞、 精神远离浅薄， 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辐射力、 活力， 从根本上说， 取决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引领力、 生

命力、 统合力。 因而， 从学理上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科学意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穷源溯流， 社会主义首先作为一种价值观形态应运而生。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空想社会

主义价值观主张既具有同一性， 也具有超越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对空

想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超越和扬弃。 空想社会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强烈的道德批判、 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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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谴责， 而且对未来理想社会也从价值观层面予以惟妙惟肖地悬拟或悬揣。 然而， 空想社会主

义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把握存在两大不足： 一是把社会主义价值观向壁虚构为由天才人物创造或发

现的而不依赖于一定的时间、 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绝对真理、 理性和正义， 从而否认社会主义价值观

的社会历史性， 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二是没有把对未来理想社会价值观的建构建基于对现存资本

主义社会之基本矛盾的剖析之上， 而是寻求抽象的 “人性”， 或停留于单纯的伦理批判、 道德说教

层面。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深刻之处在于认为， “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 而

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①。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不只是简单的象征性符

号、 单一的抽象意义体系、 纯粹思辨的思维结晶， 而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而凝练沉淀的观念、 理念、
信念。 质言之， 科学社会主义并非否定对道德之价值、 伦理之气质的追求， 而是把这种追求建基于

经济基础之上。 在这方面， 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看得深透精到。 譬如， 李大钊认为空想社

会主义的主张 “不是偏于感情， 就是涉于空想， 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②， 陈独秀指出科

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被 “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 盖因其 “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 而是

“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 进而认为这是其 “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③。 科学社

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科学价值在于， 基于客观的、 现实的、 全面的经济事实去研析人类社会的理想

价值追寻， 而非从观念中、 主观意向中去建构价值。 虽然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系统阐发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专门性论著， 但就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旧世界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相关

论述中， 还是折射出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凸显和揭示。 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 不同的逻辑层面、 不同的结构维度， 基于不同的侧重点、 面向提出过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相

关主张或见解。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旨向、 发展取向、 演进逻

辑， 鲜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 深层机理、 运行方向、 演化进程， 为科学社会主义根本

目的的实现提供正当性基石、 合理性基础、 有效性资源。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不仅是现代社会场域最具彻底性、 引领性的价值观主张， 也是深具科

学基础、 现实支撑、 经验展开的价值观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如下本质特征： 第一，
是科学社会主义独有的、 独到的、 独特的内在规定性， 不仅区别于封建主义等传统社会价值观， 也

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等其他社会主义价值观， 亦有别于资本主义价值观， 而是有其质的规定

性和独特气韵并昭显圆融、 贯串、 融通、 整体的绽露样态和面向的理论创见、 思想视点。 第二， 彰

显科学社会主义内核、 本质的属性， 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核心、 最本质、 最底色、 最深层次的品性、
品质、 品格在理论样态上的映照。 因此，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相对恒定性、 坚实韧性， 不

会因社会变迁、 物易时移而褪色变味。 第三， 超越时空结构， 无论哪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管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哪个发展阶段， 都须一以贯之谨守力行。 同时，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与

时俱进、 与世偕行、 与实同步的本质属性， 在新的时间、 新的空间、 新的历史条件有新的表现形态、
展现理路、 呈现范畴、 阐释图式， 人们对其的认识也会有新的维度、 新的眼界。 与其他任何一种价

值观主张一样，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必须本土化才能深深扎根、 茁壮生长， 必须时代化才能枝

繁叶茂、 硕果累累。 因而，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不能仅停留于某一特定的论调上、 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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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并以此作为裁剪、 衡量一切价值观的万能公式、 普适程式、 同一定式。 在历史演展征程中深入

提炼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内蕴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把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和经

典作家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有机贯通， 并分析其中的异同、 逻辑、 机理、 规律、 机制等， 有助

于深化对其在当代的生长境遇空间及其限度的把握。 第四， 实践性。 价值观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

内在构成性要素， 其提出和实现总是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 在

于其始终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具体历史条件和实践发展紧密联结， 而非仅视为价值层面的

倡导和关怀。 因而，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只有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要素进入社会主义实践过程，
并通过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发挥一定的功能、 彰显积极的效应， 才能最大限度地得

到展现和实现。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联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它给无产阶级和

全人类的行动提供既合乎规律性又合乎目的性的法则、 导引。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蕴涵的价值

理想是基于现实并超越现实的理想形态。 脱离现实基础的价值理想， 充其量只是海市蜃楼、 昙花一

现， 最终可能趋向于学院式的绝对 “道德律令” 或 “先验存在” 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 科学社会

主义价值观主张不是以原则、 原理或教条、 教义甚或概念、 理念为出发点， 而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

现实实践和鲜活行动之中， 在现实社会运动中执着追寻应然的价值。 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构及

其有效运行， 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完整呈现提供了厚实的现实平台、 稳定的载体资源和扎

实的社会基础结构， 由此克服了之前诸种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抽象性、 空想性、 空虚性。
总体而言，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价值主观性与价值客观性、 价值绝对性与价值相对性、

价值普遍性与价值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不是经典作家的良好愿景和主观臆断， 而是经过长期刻苦钻

研而凝练总结的思想精髓、 伦理菁华； 不仅是价值层面的追求和探寻， 也是对社会发展逻辑的规律

性认知； 不仅适用于西欧社会的特殊场域， 也是适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共通性法则。 对科学社会主

义价值观主张的凝练，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体结构、 核心本质、 根本属性在价值观层面的思想彰显、
理论表达、 凝结形态， 不应止步于书斋书院中的逻辑推演、 潜神默思和理论抽象， 而应建基于科学

反映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物质生产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反映社会主义运动的本

质特征、 目的取向和基本走向， 体现并回应社会主义不同层面的发展需求， 是一个由价值主体、 价

值原则、 价值取向、 价值目标、 价值规范、 价值实现路径、 价值准绳诸多要素型构的具有一定层次

结构的有机体系， 可分为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观、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 科学社会主义重要

价值观等层面， 涵盖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人等方面的关系结构， 囊括经济领域价值观、 政治

领域价值观、 文化领域价值观、 社会领域价值观、 生态文明领域价值观等。

二、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从词源角度考析， “契” 与 “合” 同义。 “契” 原为 “栔”， 即用刀在木头上刻画并将其剖分两

半， “丰” 为刻痕形象， 验契时相合为证， 有点类似现代的骑缝章①。 简言之， 所谓契合， 就是默

契、 合得来、 意气相投， 并非在大小、 数量、 性状等方面完全等同， 而是具有相似之点、 相通之基、
互补之处， 并非貌合神离， 而是情投意合、 志同道合、 心心相印。 从学理上看， 契合性主要包含三

大精髓要义： 一是亲和性， 表明两者在结构形态、 功能样态、 纹理形象、 特点特质、 机理机制、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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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情势诸方面具有相通类比性、 同构性； 二是投合性， 表明两者虽可能存在一定差别、 睽异、 界分，
但更多体现为相互兼容吸纳、 相互补充借鉴、 相互连贯圆融基础上形成的唇齿相依的一体化发展格

局； 三是先在性， 意味着在不经交流、 互动、 沟通、 修饰、 装饰的基础上先在地、 自然地、 天性地

具有共同性、 一致性、 共通性的面向， 是一种静态情势下的比互、 融通、 天造地设。 是否具有先在

性， 是 “契合” 和 “结合” 的本质区别。 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先天样态的话， 后者则是一种后天行

为。 因而， 当两个具有契合性的事物在互动中就会产生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进而神会心契、 如胶似

漆而融为一体， 产生积极的交互吸纳效应。 质言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的高度契合性主要指的是， 两者内在地、 天然地在价值取向、 价值理想、 价值判准、 价值理念等价

值观层面在形式上相互交叠、 在内容上相互补充、 在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的默契共通之处。 这种默

契共通为两者在现实实践中的良性互动、 有机结合提供了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 从而为科学社会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供给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深厚的文化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涵丰沛、 精博精深， 蕴涵着丰赡、 深沉、 鲜活、 厚实的价值观。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 “传统”， 包括 “传” 和 “统” 两个要素。 “传” 意味着传承、 传续、 不中断， 虽生成

于过去， 但仍延续至今， 对当下人们的生活仍有或显或潜的深刻影响， “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

头脑”①。 作为人类发展史上唯一承续至今且从未间断过的文明形态， 中国文化以其 “海纳百川、 有

容乃大” 的胸怀、 格局， 持续为人类文明成长、 人类历史进步贡献中国元素。 “统” 蕴涵着统合、
统摄、 统制之意， 表明在整个社会生活场域、 各个社会群体中具有权威性、 主导性、 认同基础。 由

于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上生成、 衍化并传续至今、 影响当下的文化， 所以其是一种复杂、 繁复、 驳杂

的文化形态， 是由诸多要素型构的有机整体。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 其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
并涵盖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综合体； 是以历史上的儒家文化为基线和中轴， 并包含儒家以外其他

流派思想的文化综合体； 是中华民族诸民族在交往交流基础上融合融通， 并相互补充、 交汇激荡基

础上熔铸的文化综合体。 因而， “传统” 是个表征历史与现实相互承接的连续性、 多样性与同一性

有机结合的整体性的特定概念范畴， 既有 “有益” “好的” 精华， 也有 “负面” “不好” 的糟粕，
要作科学、 辩证、 具体分析， “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②。 深入挖掘中华

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 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 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承继、 发扬、 创新，
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涵， 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必将不断绽放。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体系严整、 逻辑谨严、 意蕴笃厚，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主

张， 是经过实践确证、 时间冲刷、 历史长河荡涤而澄明的饱含真理性与价值性、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

性有机统一的、 旨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提供科学指引、 价值感召的理论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价值关怀具有融通融合的可能空间和联通路径， 可谓中西合璧、
珠联璧合。 值得指出的是， 在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统一性的面向时，
也要看到它们不是相同之物， 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把握这种张力， 有助于认识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时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韵味、 中国气度， 有助于认识两个价值主体、 两种价值系统、 两类

价值图谱之契合路径及面向的多维化。 概言之， 两者的价值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基于的社会形态不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以农业文明为基干形态的传统社会， 决

定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 因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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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既在于其是 “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 又在于其是

“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①， 这种经济基础是其存在、 存续最为根本的支撑性结构。 科学社

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产生于以工业文明为主导形态的现代社会。 发育、 生长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

价值观， 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面临的历史境遇、 所处的社会结构、 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 处理社

会矛盾的主导性方式等， 难免存在一定的甚至是巨大的差别。
第二， 基于的生产方式有别。 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长的是封闭内循环、 分散落后、 狭隘、

碎片化、 个体化小生产方式的社会土壤， 支撑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是基于分工和合作有机嵌

合之上的规模化、 组织化、 机器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还是生产

关系的开放性、 社会化、 全球化程度， 都存在深刻的结构性差异， 由此生成的价值观之视野、 眼界、
高度、 广度， 自然存在一定的甚至是巨大的差别。

第三， 基于的价值立场殊异。 根据中国文化的看法，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这种思想的主旨在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并非把人民视为至高至上的主体地位。 毛泽东曾

把这种所谓 “爱民” 比喻成同 “爱牛差不多”， 究其实质而言是 “为了剥削”②。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

观主张要始终坚守人民主体地位和作用， 始终以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旨归，
体现了纯粹的人民基色、 彻底的人民基点、 坚韧的人民基质、 深笃的人民情怀。

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是经过甄别、 过滤、 取舍之后剔除糟粕、 陈旧成分的中

华传统文化之 “优秀” 成分、 菁华要素， 因为由于认识水平、 时代条件、 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等方面

的缘由， 传统文化在演展、 衍化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落后、 过时之处③。 在冯契先生看来， 传统是个

庞杂的 “库藏”， 精华与糟粕常难分难解。 随着近代哲学革命的展开， 精华有了发展， 显得前途无

量， 糟粕也在演变， 但并非自行消亡④。 历史表明， 中国有悠远丰沛的传统文化资源， 曾创造雄汉

盛唐、 康乾盛世的伟大历史图景， 曾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造纸术、 火药、 印刷术、 指南针等深刻

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 也曾遭遇国衰民穷、 积贫荏弱、 生灵涂炭、 跋前疐后的悲惨境

地。 但必须清醒看到， 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

传统文化， 使中华传统文化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使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从被动转向主动； 是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使具有悠远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形态、 样式呈露于现实社会之中，
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其元气、 感召力、 亲和力。 对此， 不能轻重失宜、 本末倒置。 实践充分

证明， 正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运动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再次把中华传

统文化推向世界舞台中央， 而不是传统文化把战火频仍、 山河破碎、 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推向世界。
因此， 既不能因两者之间的契合性而看不到彼此之间的对立性而混为一谈、 相互取代， 也不能放大

对立性而遮蔽契合性而将二者简单对立起来、 割裂开来， 应唯物辩证地看待和对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的契合点， 可从多个面向、 多重进路、 多种

方式进行剖析。 对这些契合点的解悟、 把握和梳理， 既要精到精当， 又要简约精辟， 既不能过于简

化、 剪枝竭流而漏洞百出、 挂一漏万， 也不能过于笼统、 面面俱到而大而不当、 大谬不然， 关键是

对两者之契合的点位结构要厘清明晰。 只有对它们之间的契合点稔知系统、 掌握全面、 理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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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关于如何扩展契合路径、 延展契合点位、 拓展契合空间、 发展契合要旨的分析才能有血有肉、
有声有色、 有详有略。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在宇宙观层面高度契合

　 　 宇宙观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本理念是把它们当作互嵌、 耦合的统一体， 追求合 “一”、 “一” 体的共荣、 共融形态， “天人合一”
就是这种宇宙观的生动表达和标识性范畴。 钱穆在其人生最后时刻口授的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

有的贡献》 一文中认为， “ ‘天人合一’ 论， 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惟到最近始澈悟此

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①。 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眼中的自然， 既不是黑格尔

所谓的 “绝对精神” 这种 “抽象概念” 主观逻辑推演的外化产物或实现自身目的的必要环节， 因为

“被抽象地理解的、 自为的、 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 对人来说也是无”②； 亦不是费尔巴

哈宣称的独立于人之外、 与人相区隔的外在之物， 而是与人的生存、 生活密不可分、 不可剥离的

“人化自然” “人本学的自然界” 或自然的 “人化”。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精髓要义在于， 在尊重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合乎自然成长规律和人类幸福美好生活逻辑改造利用

自然。 中华传统文化以 “天人合一” 为重要体现的宇宙观， 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 “人与自然界的

和谐”③ 价值观高度契合，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承认自然之于人类的先在性， 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 中

国传统文化认为， 人的生命是自然赋予的， 自然是人类生存之基、 生长之本、 生命之源， 自然的客

观实在性、 先在性、 本源性制约着人的发展的广度、 程度和深度， 正所谓 “赞天地之化育” “与天

地参” （ 《中庸》 第二十二章），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 《庄子·齐物论》 ）， “故其好

之也一， 其弗好之也一。 其一也一， 其不一也一。 其一与天为徒， 其不一与人为徒， 天与人不相胜

也， 是之谓真人” （ 《庄子·大宗师》 ）， 等等。 这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

物”④ “人靠自然界生活”⑤ 等价值观高度契合。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 的

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直接方式即 “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

的手段”， 间接方式是 “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⑥。 因而， “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 工人的劳

动在其中活动、 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⑦。 通过自然界供给的生活

资料， 人得以自在地生存、 自为地生活。
第二， 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 生命体、 有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

阶段对 “天” 的认识和把握的侧重面向不同。 譬如， 有的源于宗教膜拜而尊崇其为 “人格之天” 或

“主宰之天”， 有的认为其是超脱于人类之外的无目的、 无意志的 “自然之天”， 有的视之为 “道德

之天” 或 “义理之天” 并赋予其伦理规约意蕴， 不一而足。 即使到宋明时期的理学， 无论气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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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理本体论， 抑或心本体论， 都没有把 “天” 和 “人” 绝对区隔、 疏离， 而是把其论述的主体见

解置于 “天” 和 “人” 是交互相因的有机整体这一理论基点之上。 正如毛泽东的精辟总结： “人最

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 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① 这种以 “统一” 为轴心取向的整体化、 一

体化的自然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前， 在西方占主流的自然

观的核心观点认为， 人与自然是二元对立、 主客二分、 难以调谐的， 譬如远古的神话自然观、 中世

纪的神学自然观、 近代的机械自然观， 都主张人高于自然并支配、 控制自然， 把人视为 “万物的尺

度”， 进而主张 “为自然立法”。 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 自然界是 “人的无机的身体”②， 人类本

身是自然界的重要构件。 随着人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入推进， 人们越来越 “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

一体性”③， 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对立的观点的荒谬性、 片面性。 只有在社会中、 在社会实践中，
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 “生活要素” 和 “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 人与自然才能实现有

机统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是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 “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

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④。
第三， 在尊重、 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有效、 有限度地改造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自

然的发育、 衍化、 继替、 演展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应该遵循和尊重自然规律，
在此基础上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才是可能和可欲的。 无论荀子曾言的 “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

桀亡” （ 《荀子·天论》 ）， 还是老子强调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 《老子·二十

五章》 ）， 都主张人类应遵循自然演进运行的客观规律， 不可恣意妄为而遭致伤害。 这与科学社会

主义主张的通过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运用来扩大自身的自由空间的价值观高度契合。 在马克思看来，
人作为 “自然存在物”， 既是 “受动” 的， 也是 “能动” 的： 作为 “受动” 的存在物， 人的欲望的

满足受制于外在于他的客观自然界； 作为 “能动” 的存在物， “具有自然力、 生命力”⑤ 的人能在遵

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劳动改造自然而确证其本质力量， 使 “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来支配

自然界”⑥。 鉴于此，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 人通过 “革命的实践”⑦ 使改

变了的环境满足人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提出人的自由与自然规律有机联

结的经典论断：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 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 从而能够有计划

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⑧ 通过对自然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人们能够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

性有机统一的指引下改造自然、 支配自然， 进而使人的全方位需要得以不断满足。

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在天下观层面高度契合

　 　 自从人类诞育以降， 就一直有追寻美好未来社会的期冀和希求。 这种向往和期冀集中体现在对

未来美好社会的价值理想的建构和擘画。 在我国长达 ２０００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天下为公” 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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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往往成为人民所希求的未来社会的美好样态， 这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基于自然经济条件下小

农社会所憧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在整个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曾创造过彪炳史册、 流芳千古的文明形态。 但自 １９ 世纪

中叶以来， 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局、 中华文明陷入赓续存续危机、 中国社会遭遇趑趄不前困境， 虽

然中国人民进行过诸多探索、 尝试、 斗争、 抗争， 然而因缺乏强有力、 特有效的 “思想武器”① 的

指导和武装， 这些努力举措屡试屡踬、 付诸东流。 在 “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 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曙光和希冀， 尤其是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 给 “山穷水尽诸

路皆走不通”② 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主动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价值滋养。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得以传扬， 并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一般认为，
中国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 恩格斯的知晓始自 １８９９ 年 《万国公报》 上由英国人李提

摩太和中国人蔡尔康合译的 《大同学》③。 但中国人一度对马克思、 恩格斯的名字都不甚了解， 更遑

论对其学说的理解和把握。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毛泽东曾谈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然 “马克思主义已经

产生了 ７０ 年， 但中国一般人还不知道它， 学校里教员讲哲学、 经济学、 社会学时， 往往连马克思的

名字也不知道”④。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主要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这除

了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外， 还有深刻的文化心理结构因素。 这种文化心理结构， 集中体现为对更合理、
更平等、 更正义、 更美好、 更幸福之社会理想的价值吁求， 在传统文化中也被表述为儒家经典 《礼
记·礼运》 中所擘画、 型构的 “大同” 理想世界。 这种价值吁求在数千年之大变局的特殊时机和背

景下， 自然而然成为仁人志士探寻救亡图存有效路径的精神支撑和情感皈依， 并得到康有为等近世

思想家重新阐释和解读， 渴慕推动在传统文化之外重寻实现 “大同” 的通衢， 这集中显露于 《大同

书》 这一著述提出了比传统儒学 “大同” 思想更丰实、 更深刻的 “世界大同” 观， 体现出新的社会

成长趋向： 把批判的矛头从封建社会转向现实社会， 把憧憬的愿景图式从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转向

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 把对大同的考量视界从国内延展至整个世界而追求 “世界大同”。 传统文化

的僵化及其在近世社会发展中的有效推动性之不足， 使许多仁人志士对其不抱持特别的希冀。 在这

一特殊的历史际遇和时空结构，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所彰显的 “大同” 取向犹如枯木逢春， 使

他们在迍邅坎坷中看到了转机的可能性，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寻到通往 “大同” 世界的发展通

道， 因而建构其广泛的价值合理性和社会认同基础。 于是， 诸多先进人士纷纷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和憧憬， 内心重新燃起了属望的火花。 吴玉章曾在其回忆录中指出，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社会主义

书籍中关于未来远大美好愿景的描述使他联想到 “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 由是感到鼓舞和欢

欣⑤。 因而，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主义对于东方说来， 并不像人们有时以为的那么 ‘外来’ ”⑥。
以 “天下为公” 为本质特征和显豁标识的 “大同世界” 是中囯 “轴心时期” 的理想社会构想并

绵延中国历史数千年， 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以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⑦ 为本质规定性和终极价值关怀的这样一个 “联合体” 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价值理想的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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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精神旨归、 属性原则、 阶段递进等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以 “公” 而非 “私”、 以 “共” 而非 “己” 为价值基点和立足点。 大同世界以 “天下为

公” 为本质取向， 以 “不必藏于己” “不必为己” 为价值旨归， 这同共产主义社会主张在 “共” 产

基础上的按劳、 按需分配的价值取向具有相通性。
第二， 追求平等友爱的社会关系状态。 无论大同世界所描绘的男女、 老幼、 鳏寡孤独废疾等不

同类型社会群体的合宜分工、 适宜回报以及相互间的仁爱互助， 抑或共产主义社会所标示的在废除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实现分配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展现的人类不平等根源的消解， 都昭示着人与

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理想社会图式中得以彻底实现和真正实行。
第三， 达致理想社会图景并非 “一步之遥” 而可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 “一步登天”， 而是需要

一定的阶段和步骤。 源于 《春秋公羊传》 的儒家 “三世说” 规划了从 “据乱世” 到 “升平世” 再

到 “太平世” 的社会变迁的 “三部曲”， 其中的 “太平世” 就是 “天下为公” 的大同世界。 在 《哥
达纲领批判》 中， 马克思构想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历经从过渡时期→第一阶段→高

级阶段的演进历程。 由此可见， 实现未来美好社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实践过程， 不能急于求成。
第四， 人们的精神境界高尚。 在大同社会， 犬不夜吠， 路不拾遗， 人们相亲相爱、 守护相望、 讲

信修睦， 社会分工合理、 安定团结、 治理有序。 在共产主义社会， 在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后，
同公有制相适应的共产主义思想观念逐渐生成并牢固确立， “真正人的道德”① 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大同社会理想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生俱来具有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一粒 “种子”②。
这粒 “种子” 恰似 “基因”， 深沉镌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纾

缓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理解瓶颈， 并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

传播奠定了社会文化支撑资源， 因此甫一传入中国后迅即得到中国人民深切的思想共鸣、 深刻的价

值认同、 深沉的理论反响。 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桑弧蓬矢， 从对 “大同世界” 的期冀作为出发点

和目标取向认可进而认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譬如， 在 《三民主义》 之民生主义第一、 二讲

中， 孙中山认为 “民生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大同主义” 这四个词是等同的， “真正的

民生主义， 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③。

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在社会观层面高度契合

　 　 一种价值观要得到普遍确证、 在社会广泛确立并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 必须经过长

期斗争、 反复较量、 艰难磨砺、 理性引导的漫长过程。 其中， 承载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至关重要。 从

根本上说， 人是价值观的承载主体和实施主体。 然而， 人不是独立的离群索居的存在， 必须而且只

能在社会中才能获得存在的空间和价值。 人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才能获得生存、 生产、 生活的

可能性空间和现实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看， 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社

会观层面的高度契合， 意义重大、 意韵深远。 概言之， 两者在社会观层面的契合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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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重视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柢性价值。 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探索中形塑和体认

“民惟邦本” 的轴心性价值理念， 彰显了人民在国家建构和建设中的基础性、 根基性、 本源性价值。 在

中国传统文化看来， 人民是安居乐业之主体、 社会稳定有序之泉源、 治国理政之根本。 不管是先秦时

期先贤所说的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 《孟子·尽心下》 ），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 《荀
子·哀公》 ）， “治国有常， 而利民为本” （ 《淮南子·氾论训》 ）； 抑或汉唐时期提出的 “君人者， 以

百姓为天” （ 《说苑·建本》 ）， “民存则社稷存” （ 《申鉴·杂言上》 ）， “为国者以富民为本” （ 《潜
夫论·务本第二》 ）； 还是宋明清时期强调的 “国以民为本， 社稷亦为民而立” （ 《四书章句集注·孟

子·尽心章句下》 ）， “民者， 邦之命脉” （ 《宋史·危昭德传》 ）， 中华文化对民本的重视一以贯之、
绵延不绝。 这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人民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价值观虽有一定距离但紧密贯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 《神圣家族》 中， 提出了与青年黑格尔派核心范畴 “精
神” 相对立的 “群众” 这一范畴， 从根本上颠倒了唯心史观的哲学基础， 提出了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

活动”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等旷古烁金的至理箴言。
第二， 重视集体本位、 社会本位而非个体本位。 一个具有融贯性的价值观体系， 有基于价值原

点的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的具有自洽性、 关联性、 层级性的逻辑结构， 不仅要看其涵摄哪些要素，
更重要的是检视这些要素安排的优先次序。 从价值要素的优先次序安排， 可以管窥这个价值观体系

的本质取向。 在个体与群体孰优孰先这个问题上， 中华文化主张从群体出发、 个体立足于群体、
“群体高于个体” 的价值观， 并建构起以个体为始点的从个体→家庭→家族→宗族→社区并拓展至

乡、 县、 市、 省以至国家等不同层面社群的 “同心圆结构”②， 强调个体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生存、 生

活和成长、 成熟， 这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以社会为本位、 本源的价值观高度契合。 “凡是两个人

共同从事某种一个人不能胜任的事情的地方， 就有集体力量。”③ 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确证个体与共同

体的一体化关系形态， 消解把个体与社会作为两个抽象的主体片面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 “避免重

新把 ‘社会’ 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④ 的惯性逻辑。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 人究其实质

而言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 不仅是一种 “合群的动物”， 而且是 “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

动物”⑥， 主张个体只有在社会中并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以社会价值标示、 准衡个体

价值的广度。 因此， 主张集体本位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传入中国后， 得到很多仁人志士的深

刻认同。 正如恽代英所指出的， “就生物学理说， 社会主义是当然的。 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
不注重小己的”⑦。

第三， 强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人作为一种生物， 既是具有自然属性的 “自然存在物”，
更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合群的 “社会存在物”。 在荀子看来， 人 “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 曰： 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 （ 《荀子·王制》 ）。 人以 “群” 的组织形态和联结平台统合起

来， 以此应对自然灾害给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和各种利益矛盾纠葛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 从而达

到整个社会的圆融谐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之生， 不能无群” （ 《荀子·富国》 ）。 对人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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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合群本质的关怀， 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人禽之辨” 中， 其最大特点就是以是否具有道德作为

区分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尺， 以伦理道德标示人的价值大小及其程度。 正如孟子所言： “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舜明于庶物， 察于人伦， 由仁义行， 非行仁义也。” （ 《孟子·离娄下》 ） 由

是，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 “四端” 的道德规范， 希冀以此呈露人的道德取向、 激发人的道德自觉、 张

扬人的道德主体性、 体认人的道德使命。 无独有偶，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 人不是 “抽象的蛰居于

世界之外的存在物” 和 “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①， 而是 “社会存在物”。 在

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这种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人的 “生命表现” 的各种活动、 关

系、 架构、 取向、 行为本身就是人在社会中生活的 “表现和确证”， 人是社会成长和演展的主体力

量； 另一方面， 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 个人的发展才能获得全面的基础、 平台和能力， 才能获得自

由的发展的可能性和空间， “只有在共同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
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②。

第四， 重视社会平等。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社会观的核心理念。 社会平等的实质在于， 人与人

之间在经济、 政治、 社会地位等方面是平等的， 这是社会实现有机整合、 利益获得有效协调的关键。
在 《神圣家族》 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平等的实质是 “表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性， 也就是说，
它表示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③。 经济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基础和根本。 李达曾指出： “社会

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 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 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④ 救济

经济上的不平均， 实质上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 实质上就是希

冀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 民主、 谐和的关系状态和价值形态。 “均平” 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层

面平等观的集中体现， 其经典表达体现在 “不患寡而患不均” （ 《论语·季氏》 ） 这一论述上。 在

孔子看来， 贫穷本身给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远没有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贫富悬殊影响来得大， 而均

平能使社会成员和善待人、 和睦相处、 和谐共事、 和衷共济。 从孟子主张通过正 “经界” 来消融

“谷禄不平” “井地不钧” （ 《孟子·滕文公上》 ） 以求社会安宁， 到韩非子提出 “论其税赋以均贫

富” （ 《韩非子·六反》 ）， 从唐末农民起义 “均贫富” 的动员口号到明清时期把其细化至土地均分

的具体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在安贫、 均平方面的思想大同小异， 这种文化传统日益固化为社会主流

的价值观。 虽然这种价值观本质上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 在农业经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追求分

配公平， 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人民发展生产的主动性， 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共同富裕理想

价值观有一定不同， 但还是存在相融相通之处： 使平等由抽象的价值悬置转向具象的现实经济基础

领域， 使平等的符号象征意义转向实质内容维度， 使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平等在一定张力下得以平

衡， 使社会平等观的有效传播具备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在道德观层面高度契合

　 　 道德是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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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 主要通过自律、 惯习、 风俗、 礼仪、 舆论、 教化等方式对人们的行为予以约束和规制。 在

马克思看来，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①。 对于公民个人修养、 社会建构和国家建设而言，
道德具有基础性、 导向性价值， 正所谓 “德者本也” （ 《礼记·大学》 ）。 同时， 道德具有阶级属

性， 在阶级社会中， “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②， 不存在超阶级的所谓绝对的 “永恒道德”。 恩格

斯在 《反杜林论》 中曾提出在当时欧洲最先进国家中存在 “封建的道德” “资产阶级道德” “无产

阶级道德” 三大类道德， 认为只有 “无产阶级道德” 才 “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③。 “只
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 超越阶级对立

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 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厚德载物” “为
政以德” “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 等为重要体现的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道德” 价值

观主张高度契合，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基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 并随着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变化

而变化。 道德观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历史条件， 会有不同的内容、 形式、 使命、 取

向、 样态和作用机制， 有时甚至是 “互相直接矛盾”⑤ 的。 但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 经济因素是理

解和把握道德观的 “中轴结构”， 物质利益的满足是道德践履的现实前提和客观条件。 一定社会的

经济关系决定道德的属性、 特质、 结构及其发展趋向。 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的道德

观。 道德从归根到底的终极意义上看是 “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绝非 “永恒” “终极”、 一成不变

的⑥。 先秦时期管仲就曾提出 “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 （ 《管子·牧民篇》 ） 的重大命

题， 强调在没有切实解决衣食住行等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难题之前， 空谈道德问题毫无意义。 这一命

题深刻揭示了道德与经济的内在关联， 启发后人进一步深入思考。 如西汉司马迁提出 “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 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 小人富， 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 （ 《史记·货殖列传》 ）；
明末思想家李蛰提出 “穿衣吃饭， 即是人伦物理， 除却穿衣吃饭， 无伦物矣” （ 《焚书·答邓石阳

书》 ）； 清代颜元在针对宋明理学 “存天理、 灭人欲” 中旗帜鲜明提出 “全不谋利计功， 是空寂，
是腐儒” （ 《四书正误》 ） 的义利观； 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在 《神圣家族》 中曾深刻指出： “正确理

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⑦ 道德作为一种观念形态， 其本质、 内容、 形式、 实现条件及其机制

等总是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 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诸类经济关系中 “获得自己的

伦理观念”⑧。 因此， “ ‘思想’ 一旦离开 ‘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⑨。 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而言， 利益与道德并非截然对立， 相反， 两者相辅相成： 物质水平的提高为道德层次的提升提供现

实基础， 而道德水平的提升又有助于物质生产的发展。
第二， 重视道德的实践品性。 道德的真谛和效应， 不仅在于掌握多少道德知识、 凝练多少抽象

道德范畴、 进行多少道德说教， 更主要的在于道德实践和道德行动的广度、 厚度和深度。 中国传统

文化既重视道德知识的掌握和体悟， 更注重所学道德知识的运用、 实践、 力行和践履， 对道德实践

品性的关注和关怀始终如一。 譬如， 儒家高度重视 “行” 之于 “言” 的优先性、 实质性价值，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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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 《论语·为政》 ）、 “听其言而观其行” （ 《论语·公冶长》 ）、 “君子欲讷于

言而敏于行” （ 《论语·里仁》 ）、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 《论语·宪问》 ）、 “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 言之必可行也” （ 《论语·子路》 ） 等， 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笃厚的实践取向。 无独有偶， 马克

思、 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从不把道德视为空虚的理念、 空幻的理想、 空泛的范式、 空乏的范畴， 相反，
强调道德只有既源于实践又作用于现实生活才能凸显效应、 昭示功能、 展现效用。 马克思从中学时

代就树立了 “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① 的道德理想。 他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既是对资产阶级虚

伪道德观的理性驳斥和有力鞭挞， 也是对未来新社会道德观的全面擘画和致思取向。
第三， 重视发挥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功能。 纵观古今， 道德对于助推社会整合、 建构社会

秩序、 协调社会关系、 增进社会认同、 支撑社会正义、 凝聚社会合力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国

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必要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沛丰富的德治思想资源。 比如， 周公认

为 “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 （ 《尚书·蔡仲之命》 ）， 因此强调要 “明德修身” （ 《尚书·无逸》 ）；
孔子主张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因而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论语·为政》 ）。 尤其是， 孟子把通过道德的方式、 机制治国理政称为 “仁政”。 在孟子看来，
“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 因此， “以德行仁者王”
（ 《孟子·公孙丑上》 ）。 暴力能摧毁旧的政治结构， 但难以持久支撑新的权力结构。 任何一种新的

权力结构的确证、 建制、 创构、 落位、 落实， 都与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价值认同存在深刻的内在关

联、 密不可分。 这种价值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单靠一时的暴力所能形塑的， 而需长时期的价值

认同体系的建构、 运转。 其中， 道德的作用不可或缺， 也不可小觑。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 道德作

为一种上层建筑， 既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也具有相对自主性和能动性， 其一经形成则会保持一

定的稳定性和惯性并全方位作用于社会生活之中。 列宁在 《青年团的任务》 中直接驳斥资产阶级诬

蔑我们共产主义者 “否定任何道德” 的错误片面论调， 旗帜鲜明、 义正词严地提出 “道德是为人类

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② 的重要论断。

七、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从高度契合走向有机融合

　 　 在历史与现实运动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互成就、 增益渗透， 在

相互激荡中共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生成、 建构与创造。 在新时代新征程，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从高度契合走向有机融合， 既有助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新的时

空坐标体系中价值意蕴的彰显和传扬， 也有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和特质禀赋， 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沛的精神动力和丰足的向心力。 当然， 这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思想建置、 理

念阐扬， 更是现实层面的实践展开、 行动彰显。
１． 辩证把握两者的合理畛域

在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维度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在普遍与特殊、 理论与实

践、 古代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中融合创新的思想结晶， 必然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 为科学社会主义价

值观主张的现代性生长以及在中国扎根立基提供丰沃土壤、 丰沛资源、 丰足养料。 对于中华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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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既不能照抄照搬、 全盘肯定， 也不能一味拒斥、 弃若敝屣。 倘若照抄照搬传统文化， 其中一些

糟粕、 逆时代潮流、 背离社会前行方向、 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势必死灰复燃； 倘或完全拒斥传

统文化， 中华文化的根基、 血脉将面临断裂、 割断的风险， 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将失却自身文化资源

的支撑而难以安顿呵护社会成员的心灵，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中国的生长将缺乏文化土壤的

涵育、 滋养而难以扎根落地。 故而， 对中华传统文化要科学厘析、 汲精祛粕， 在传承中开新， 在拓

新中赓续。 对于中国而言，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源自西欧的 “舶来品”， 因此， 其要受到国

人的广泛理解和深度认同， 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浸润滋养的历史土壤， 不应该也不可能在

“文化沙漠” 中自然生长， 相反， 它要以此为前提才能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枝繁叶茂而展现生机

勃发的态势。 同时，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一定的时空属性， 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呈现内容、 表现形式和适用条件。 事实证明，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经

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践行、 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力度， 都不可能在完全排斥和全面放弃本民族传统

文化的条件下进行， 因为民族传统文化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有价值的要素

和可资借鉴的资源。 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创造历史是在 “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
的特定条件下进行的， 并非能完全 “随心所欲” 不受特定条件的制约①。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

从西方传入中国、 得到广泛传播并获致国人的认可、 认同， 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中国的文化土壤而

独立生长， 不可能也不应该割断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关联而特立独行。
当然， 说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而发挥作用， 并非在完全保存、 照搬

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率由旧章， 这样的话易遭致逡巡不前的境遇。 从本源上看，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主张是工业文明、 现代社会的产物， 而以农耕文明为生长根基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违逆现代

社会变革和工业文明演进的保守取向、 怠惰趋向， 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才能充

分激发其活性， 演展其韧性， 生发其元气， 彰显其生命力。 同时，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也需从

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开发资源， 凭借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精神动力推进其落地、 落实。 因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绝不是完全复古， 也非一味排外， 而是古为今用， 涤故更新、 涤瑕荡垢，
辩证取舍、 料远若近， 有鉴别地加以看待、 对待， 有扬弃地予以赓续、 传扬， 既不要片面地隆古贱

今， 也不宜轻率地厚今薄古。 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表明， 仅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以取得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 也难以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因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创造性转化中才能

延展生命力、 重绽活力， 在创新性发展中才能汲取新的要素资源、 获得新的成长空间。 要处理好守

正和拓新的关系， 重点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转化和创新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因

历史长河的荡涤、 岁月的沉淀而面目全非， 反而历久弥新、 历久弥坚地映立于鲜活的现实场域涅槃

重生、 重获新生并呈现气贯长虹的精神气象。
２． 推进从高度契合走向有机融合实现制度化建构和体系化重构

从应然状态看， 价值观建设与制度建构互为表里、 相互支撑、 有机匹配、 融通耦合。 但现实生

活中， 价值观与制度建构常存在一定的张力。 如若两者张力过大、 睽隔甚远， 不仅会对价值观产生

诘问， 也会对制度的有效性产生负面效应。 因此，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

张从高度契合走向有机融合， 需强化制度体系建构和建设， 使价值观凝结内化于制度设计过程之中、
彰显外化于制度安排之上， 助推形塑价值观支撑制度、 制度承载价值观的双向互动、 良性循环发展

结构的这样一种理想形态。 具体而言， 主要形塑方式有制度价值观化和价值观制度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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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制度价值观化， 就是发掘制度结构所内蕴的价值取向、 价值法则、 价值尺度， 使制度承载

特定的价值观， 提升制度的价值观自觉， 增强人们对制度的自信心和价值认同度。 一方面， 任何一

种价值观都是具体而非抽象的， 须用价值观引领、 统摄制度建构、 运行和变迁的基本路向。 正如毛

泽东所指出的：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 具体的民主， 没有抽象的自由， 抽象的民主。”① 实现价

值观由抽象到具体的跃迁和转化， 制度建构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另一方面， 从表面上看， 价值

观是一种观念形态， 但其具有社会制度的本质规定性。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就是彰显无产阶级

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关怀、 具有鲜明无产阶级阶级属性的价值观形态。 无论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 还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运行， 抑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无不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

引领下实行和实现。
所谓价值观制度化， 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 机制把价值观嵌入制度的生成、 设计、 建置、 运行、

反馈、 修复、 更新等链条和环节， 通过制度的强制性、 规制性使价值观由抽象的主观运思变为具体

的现实行动， 并得以在社会生活中落地、 落实。 因而， 价值观制度化既是制度形态的价值观生成、
衍化的实现过程， 亦是制度滋养、 涵育价值观并获得正当性、 合理性的推进过程。 回顾中华传统文

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命运可以看出， 其并非仅是观念形态的倡导和阐扬， 更是通过制度形态的保

障而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譬如， 宗法制、 郡县制、 科举制、 分封制、 礼乐制、 荒政制等，
便是巩固和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载体。 只有制度化的价值观， 方能行稳致远、 传之久远， 才不

会因价值 “悬空” 仅煊赫一时甚而昙花一现。
３．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推进高度契合向有机融合转变

任何一种价值观， 都不是固化、 僵化、 一成不变的， 而是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

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运动之中， 并随社会变迁、 演进而衍化、 递嬗。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亦不

例外， 需在新的经验、 新的问题的基础上对其精髓精义予以凝练、 深化、 扩展和升华。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 实践形态、 行动逻辑和成长范式从价值观层面进行的学

理拷问、 学术建构与思想凝练， 既使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话语结构在中国的鲜活实践、 特殊

历史运动中汲取时代养分、 获致理论升华、 擢升思想高度， 又赓续、 承继、 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华， 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从高度契合走向有机融合的重要着

力点。 在新征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关键在 “广泛践行”② 这四个字。 一方面是 “践
行”， 即坚持行胜于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价值理念的倡导， 更要落实、 落位于实际行动，
因为其并非空中楼阁、 镜中水月， 而是根植于传统文化、 存活于现实实践， 徜徉于传统与现实之间。
另一方面是 “广泛”， 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要在社会各群体、 各领域通过各种方式全面开

展， “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③。 具体而言， 这种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群体的广泛性。 无论普通群众， 还是领导干部、 榜样人物， 不管是成年人， 抑或青少年儿

童， 全社会各个群体都要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同时， 要突出重点社会群体， 因为这些群

体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在社会上具有示范、 标杆、 引领的 “风向标” 作用， 对其他社会群体的言

行举止有较大的影响效应。 同时， 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践行标准、 要求要区分层次和侧重点。 譬如，
对少年儿童应根据其年龄和特点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践行方式， 对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应践行比其他群体更严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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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方式的广泛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需要采取多样化、 多维度、 多轴线的方式。
从总体上而言， 主要是有形和无形两种方式。 有形方式包括特定的仪式、 讲坛论坛、 荣誉勋章表彰、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 在这些活动中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人们对其的知

晓度、 认同度和认可度。 尤其是，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制度建设、 政策体系建

构之中， 用制度的强制性力量强化其刚性践行。 无形方式包括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生活习惯养成、
思想灌输、 价值倡导等，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润物细无声” 般地 “飞入寻常百姓家”， 外化为

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法则、 行为准则。
三是领域的广泛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摄国家、 社会、 公民等层面， 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国

家、 社会、 公民等重大问题。 因而，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落实到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国防和军队建设、 外交工作、 祖国统一、 党的建设等各个领

域和家庭、 学校、 单位等各个场域。 忽视或放弃其中任何一个领域或场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践行成效都会打折扣、 受影响。 譬如， 习近平强调要以家庭为重要基点注重家教家风建设， 这实质

上是在家庭场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①。
综合上述分析， 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精

神命脉、 突出优势，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内在支撑。 在中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这是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的关键所在， 也是我们坚定信仰信念、 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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